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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ＭＩＭＩＣ）测算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中国地下经济规模，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
中国地下经济规模占ＧＤＰ比例增长幅度较大，１９９０达到了２３．２８％，１９９２年以后则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
态，约为２０％左右，但相对规模仍然偏大。税收负担、失业率和政府管制是影响中国地下经济活动的主要因
素；地下经济规模比例与官方经济增长率互为因果关系，地下经济对官方经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剧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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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地下经济是处于政府管理、监督之外，未诚实

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且产出和收入未纳入政府统计

的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

“黑洞”。地下经济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副产品早

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然而，直到２０世纪中叶，西
方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发表了相关著作。

其中从理论层面上加以阐述，较为著名的有克伦多

（Ｄ．Ｃｏｌｕｎｄｅｒ）所著《新古典经济学：寻租与地下经
济活动分析》，他把地下经济活动与寻租理论上升

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革命的高度来评价。另外，法

伊格（Ｆｅｉｇｅ）主编的《地下经济学》第一次较为全面
的提出了地下经济的定义、影响、测算方法，并对地

下经济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关系等进行了考

察。此外，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有印度国家公共财

政及政策研究所所著《黑色经济活动分析》以及泰

兹（Ｔａｎｚｉ）主编的《美国国内外的地下经济》等。
地下经济从全球范围来看是一个普遍现象，而

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

致相对于经济总量而言地下经济的规模比例较小。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由小到
大，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研究我国

的地下经济规模，可以为正确制定税收政策、收入

分配政策等提供依据。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度

量中国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的地下经济规模，探讨影响地
下经济的主要因素以及地下经济对官方经济和居

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给

出地下经济的定义，并对地下经济规模的研究现状

进行简单回顾；第三节对地下经济规模测算方法进

行说明，并给出多指标多原因模型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ａｕｓｅｓ，以下简称 ＭＩＭＩＣ）中的原
因变量和指标变量；第四节给出实证结果，并对地

下经济对官方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

析；最后是本文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地下经济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尽管当前理论界对地下经济活动的研究已经

取得较大的进展，但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仍存在着

不少争议。以地下经济的定义为例，通过对国内外

相关文献的查阅，我们发现地下经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有很多其他名称，如第二经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隐形经济（Ｈｉｄｄ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非正式经

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黑色经济（ＢｌａｃｋＥｃｏｎｏｍｙ）
和影子经济（ＳｈａｄｏｗＥｃｏｎｏｍｙ）等，这些不同的称谓
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地下经济研究的分歧。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更清晰明确，避免出

现概念上的混乱，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地下经济的定

义进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地下经济的基本涵

义进行界定。

Ｆｅｉｇｅ（１９７９）指出地下经济是一切未侦测到的
经济活动，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和 Ｅｎｓｔｅ（２０００）认为地下经济
是“未向税收机关申报所得的部分”，而 Ｔａｎｚｉ
（１９８０）则把地下经济定义为“国民生产总值因未申
报与低报所得而导致的官方统计无法测定的部

分”。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定义认为地下经济是指

一切应列入官方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但并未登记的

经济活动（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７）。这些概念有的侧重于
强调地下经济的不可观测性，有的则侧重于强调税

收征管规避。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我们把地下

经济定义为：经济主体有意或无意地逃避政府管

制，从而处于国家正式统计和监管以外的各种经济

活动。

尽管测算地下经济规模是困难的，但仍有很多

学者通过采用不同的测算方法取得了很多有价值

的实证成果。Ｃａｇａｎ（１９５８）最早使用货币需求法，
测算了美国１９１９—１９５５年地下经济规模。在近期
的研究中，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５）采用货币需求法测算了
世界上１１０个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比例，研究结果
表明，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发展中国家地下经济规模
约占 ＧＤＰ总值的 ４１％，转型经济国家为 ３８％，
ＯＥＣＤ国家为１７％；其中，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９，中
国的地下经济规模比例分别为 １０．５％、１２％和
１３．１％。Ｂａｊａｄａ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５）采用 ＭＩＭＩＣ方
法，测度亚太地区１７个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比例，
发现这些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比例呈不断上升的

态势，其平均地下经济规模比例从１９８９年的２１．２％
上升到１９９４年的２３．１％，而在２０００年，地下经济平
均规模比例达到了２６．３％；其中，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０年
中国的地下经济规模比例分别为１０．２％和１３．４％。

在国内，不少研究者估算了我国的地下经济规

模。夏南新（２０００，２００４）运用现金比率法及其改进
模型对我国地下经济规模进行了估算，指出目前我

国的地下经济与ＧＤＰ的相对比例虽有大幅下降，但
其绝对数额仍然偏大。张迎春（２００３）根据 Ｔａｎｚ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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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需求模型，构造了简单模型、半对数模型和双

对数模型，估算了我国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的地下经济规
模。李金昌等（２００５）提出居民消费储蓄边际倾向
－弹性系数估算法，并测算出我国地下经济规模比
例在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期间从３．５１％上升至１３．８９％。
王小鲁（２００７）通过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两千多
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家庭收支调查，推算出

全国城镇居民中没有统计到的地下经济收入可能

达到 ４．８万亿人民币。徐蔼婷等（２００７）采用
ＭＩＭＩＣ模型方法，并根据２００４年我国首次经济普查
的实际数据进行调整，发现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期间地
下经济占ＧＤＰ的比重介于１３％ ～１８％。杨灿明等
（２０１０）使用多指标多因素模型（ＭＩＭＩＣ），采用省级
面板数据，运用结构方程的原理对中国各地区的地

下经济规模进行了初步的测算，他们发现中国平均

地下经济规模比例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期间介于１０．
５％～１４．６％之间，且西部地区地下经济规模比例大
于东部地区。

三、模型的建立及指标选择

１．实证模型
在实证方面，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测算地下经

济规模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直接估计法和间接估

计法两类。直接估计法中最常用的是调查法，即通

过抽样问卷调查来对地下经济的规模、结构及从业

人员的情况进行估计。

间接估计法主要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地下

经济规模的估计，常用的有现金比率法、通货需求

法、货币交易法、物量（用电量、货物运输量）投入

法、财政分析法、收入支出差异法和多变量多原因

模型法。本文采取的多指标多原因模型（ＭＩＭＩＣ）是
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方法之一，与传统的地下经济

测算方法相比，具有如下一些优点：一是避免了若

干假设，而这些假设在多数情况下难以满足，因而

比其他估计方法更具有弹性；二是通过指标变量的

选取，在模型中同时考虑地下经济活动的多方面影

响；三是允许变量含有测量误差，并同时可提供模

型总体估计效果检验和参数估计检验。

多指标多原因模型（Ｆｒ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４），基于结构
方程建模理论（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同时
考虑经济现象的多原因和多指标。按照结构方程

的构成，将表示地下经济和导致产生地下经济原因

变量的方程称为结构模型，而用于表示地下经济变

量和指标变量之间关系的方程称为测量模型。也

就是说，ＭＩＭＩＣ模型由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
构成：

（１）结构模型
η＝α′ｘ＋ε （１）

　　其中，η为潜变量（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为地下经济
规模；ｘ＝（ｘ１，ｘ２，…，ｘｋ）′表示一组可观测的原因变
量（ｃａｕｓｅ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α＝（α１，α２，…，αｋ）′表示结构
模型参数；ε＝（ε１，ε２，…，εｋ）′为随机扰动项。

（２）测量模型
ｙ＝βη＋ｕ， （２）

　　其中，ｙ＝（ｙ１，ｙ２，…，ｙｍ）′表示与地下经济相关
的一组可观测指标变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η表示
地下经济规模；β＝（β１，β２，…，βｍ）′表示测量模型
参数；ｕ＝（ｕ１，ｕ２，…，ｕｍ）′为测量误差向量。

这里我们假定测量误差ｕ和随机扰动项ε满足
独立同分布条件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ｉ．ｎ．ｄ．），且两者之间不相关：

Ｅ（εｕ′）＝０， （３）
　　定义 Ｅ（ε２）＝σ２ε，Ｅ（ｕｕ′）＝Θ

２，Θ２＝ｄｉａｇ（θ２１，

θ２２，…，θ
２
ｍ）。其中Θ为测量误差 ｕ的方差 －协方差

矩阵。为了求解模型，将结构模型式（１）代入测量
模型式（２），则 ＭＩＭＩＣ模型可以表示为如下多元回
归模型形式：

ｙ＝β（α′ｘ＋ε）＋ｕ＝Ψｘ＋ν （４）
　　其中 Ψ＝βα′为系数矩阵，ν＝βε＋ｕ为扰动
向量。

我们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基于 ＥＭ算法来
估计系数矩阵Ψ，如果该模型正确且能被识别，从而
得到参数向量 β和 α′。根据假设随机扰动项 ε的
均值为０，则由式（１）可以计算得到潜变量η的序数
值。然而，所获得的 η的序数值必须转换为基数
值，故需要以某个样本点的基数值作为参考值。根

据徐蔼婷等（２００７），我们采用２００４年首次经济普
查数据作为参考值来得到η的基数值。

２．地下经济原因和指标变量的选择
地下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它的产生

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综合各国

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地下经济的产生，有下列几个

重要原因：政府管制、行政腐败、税负的增加、租税道

德的下降、通货膨胀、社会治安恶化以及失业率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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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等。而地下经济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包括税

收损失、统计数据失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具体来

说，在地下经济规模测算研究中，部分学者采用的

原因变量和指标变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ＭＩＭＩＣ模型中变量的选择情况

作者 时间 研究对象 原因变量 指标变量

Ｇｉｌｅｓ和Ｔｅｄｄｓ ２０００ 加拿大

男性兼职工作者人数、每单位劳

动力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汇率、

税收负担、失业率

实际ＧＤＰ的对数形式、流通中的
现金量

Ｄｅｌｌ′Ａｎｎｏ ２００３ 意大利

税收负担、政府管制、失业率、自

我雇佣比例、法律体系效率、犯

罪率

实际ＧＤＰ的对数形式、流通中的
现金量

Ｄｅｌｌ′Ａｎｎｏ和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２００３ ＯＥＣＤ国家
税收负担、政府管制、自我雇佣

比例

实际ＧＤＰ的对数形式、流通中的
现金量对数形式

Ｂａｊａｄａ和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２００５ 亚太地区国家

居民收入、居民税收比率、企业

税收比率、间接税、政府转移占

个人可支配收入比例

实际人均ＧＤＰ的对数形式、实际
人均现金持有量的对数形式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６ 中国台湾
政府管制、税收总额、失业率、通

货膨胀率、犯罪率

实际ＧＤＰ的对数形式、现金通货
比率

徐蔼婷，李金昌 ２００７ 中国
税收负担、失业率、政府管制、自

我就业率、个人可支配收入
实际人均ＧＤＰ、现金通货比率

杨灿明，孙群力 ２０１０ 中国
税收负担、居民收入、失业率、政

府管制、自我就业率
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劳动力参与率

　　根据以上学者对原因和指标变量的选择标准，
同时考虑到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以及数据的可得

性，我们给出本文ＭＩＭＩＣ模型的原因变量和指标变
量具体如下：

（１）原因变量
———税收负担。逃避税收是地下经济发展的

最主要动因。Ｔａｎｚｉ（１９９９）指出，在地下经济劳动力
供求的均衡模型中，边际个人所得税和间接税的上

升会导致地下经济劳动力供给上升。另外，地下经

济劳动力人数不仅与税率高低和政府对逃税的查

处惩罚力度有关，还受一国税制复杂程度影响，因

为一套比较复杂的税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合法避

税机会从而减少加入地下经济的动机。在本文中

税收负担以税收总额占名义 ＧＤＰ的比例来表示①，
并假设１：税收负担越重，地下经济规模比例越大。

———犯罪率。根据Ｔａｎｚｉ（１９９９）的研究，地下经
济活动往往与犯罪活动相联系。按照前文对地下

经济类别的总结，犯罪活动作为地下经济的类别之

一，其活动程度与地下经济规模息息相关。另外，

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资金往往流入地下经济。在

本文中我们将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除以

年末总人口数，计算得到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率，

将之作为犯罪率的指标，并假设２：犯罪率越高，地
下经济规模比例越大。

———失业率。Ｂａｊａｄａ（２００５）曾指出地下经济部
门再就业的机会远大于地上经济。由于失业人口

数的上升，当劳动者在地上经济部门失业后，对工

作的需求以及地下经济部门就业的较多机会致使

部分失业人员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在本文中，我们

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失业率的指标，并假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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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越高，地下经济规模比例越大。

———政府管制。政府管制的强弱是影响地下

经济规模的主要因素之一，严格的政府管制和有序

的疏导和管理可以有效减少地下经济活动。在政

府管制强弱程度的度量方面，不同学者尝试采用不

同指标来度量，如使用公务员人数占就业人口的比

率，警察数量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政府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在本文中我们使

用政府消费占名义ＧＤＰ的比重来表示政府管制，并
假设 ４：政府管制程度越强，地下经济规模比例
越小。

———通胀率。较高的通货膨胀程度，意味着失

业率的上升、经济过热现象的存在，在这种条件下，

地下经济活动蔓延。如 Ｇｉｌｅｓ（２０００）采用该变量作
为地下经济的成因变量，估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

地下经济规模，他发现地下经济活动的发展与通胀

率显著正相关。本文中我们使用ＣＰＩ表示通货膨胀
率，并假设５：通货膨胀率越高，地下经济规模比例
越大。

———居民收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实行

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政府采用了偏低的

收入分配模式。为了提高收入，部分组织、企业和

个人采取诸如寻租、偷税漏税、从事第二职业等各

种方式来获取额外收入，或称灰色收入（Ｇｒａｙ
Ｉｎｃｏｍｅ）。本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非农
业人口数的乘积加上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农业人

口数的乘积占名义 ＧＤＰ的比例来表示居民收入水

平，并假设６：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地下经济规模比
例越小。

（２）指标变量
本文将现金通货比率和自我就业率作为ＭＩＭＩＣ

模型的指标变量。原因如下：

———现金通货比率。根据Ｇｕｔｍａｎｎ（１９７７）的研
究，地下经济活动为了逃避政府的监管、避免留下

交易记录，往往使用现金作为交易媒介，因此现金

通货比率的增加，可视为地下经济活动规模增加的

表现。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现金占广义货币量（Ｍ２）
的比例来表示现金通货比率，并假设７：地下经济规
模比例越大，现金通货比率越高。

———自我就业率。Ｄｅｌｌ′Ａｎｎｏ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２００３）的研究发现，自我就业率与地下经济规模显
著正相关。随着个体和私营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

数比率的上升，提高了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可能

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营和个体经济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一方面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很多

的作用，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给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地下经济活动的存

在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本文采用城乡个体

和私营就业人数之和占全社会总就业人口的比例

来衡量自我就业率，并假设８：地下经济规模比例越
大，自我就业率越高。

综上所述，本文模型使用原因和指标变量的具

体形式及数据来源如表２所示。

表２　ＭＩＭＩＣ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原因变量

ｔａｘ

ｃｒｉｍｅ

ｕｎｅｍｐ

ｇｏｖｃｏｎ

ｉｎｆｌａ

ｉｎｃｏｍｅ

税收总额／名义ＧＤＰ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量／年末总人口数

城镇登记失业率

政府实际消费／名义ＧＤＰ

以ＣＰＩ表示的通货膨胀率

人均可支配总收入／名义ＧＤ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

会统计年鉴》、《新中国 ５０年统
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人口统

计年鉴》和相关人口普查资料

指标变量

Ｃ／Ｍ２

ｓｅｌｆｅｍｐ

现金／广义货币量（Ｍ２）

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业者人数／总就业人口数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

５０年统计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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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经济规模测算及影响分析

１．模型估计结果及地下经济规模测算
我们从模型的最一般形式Ｍ６－１－２开始进行

估计，逐步剔除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的变量，并根据

卡方检验、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标（ＡＧＦＩ）以及近似
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等指标值，综合考虑以确定最
终模型。本文使用结构方程软件 Ａｍｏｓ７．０进行
ＭＩＭＩＣ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结构方程模型ＭＩＭＩＣ估计结果

Ｍ６－１－２ Ｍ５－１－２Ａ Ｍ５－１－２Ｂ Ｍ４－１－２Ａ Ｍ４－１－２Ｂ Ｍ３－１－２

ｔａｘ
０．４４３

（４．７８２）
０．３６２

（３．５６０）
０．４２５

（３．７８２）
０．４１０

（３．６２２）
０．３６８

（３．３６１）
０．５４２

（３．８６３）

ｃｒｉｍｅ
０．０９２
（０．８０７）

０．１８１
（１．０３３）

ｕｎｅｍｐ
０．５３９

（４．３１６）
０．４９４

（４．０１４）
０．６３６

（４．９７６）
０．６６４

（５．２８９）
０．５９０

（４．４５１）
０．５７７

（６．４５１）

ｇｏｖｃｏｎ
－０．１４２

（－１０．８６３）
－０．１２２

（－１１．０１０）
－０．１４４

（－１１．１８６）
－０．１２７

（－１０．１７３）
－０．１３３

（－１１．７６３）
－０．２２２

（－１０．８５７）

ｉｎｆｌａ
－０．０２５
（－１．００２）

－０．０３１
（－０．１３８）

０．０７８
（１．３２３）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４９
（－１．１５７）

－０．０５６

（－１．８５７）
－０．０３２

（－１．６４２）

－０．０２１
（－０．７４１）

ｘ２
１７．３８４
ｐ＝０．００３

１７．０６５
ｐ＝０．００２

２．３８２
ｐ＝０．６８９

１６．８８７
ｐ＝０．００２

１．２９４
ｐ＝０．７４３

０．３１８
Ｐ＝０．８５８

ｄ．ｆ ３０ ２１ ２１ １５ １５ ９

ＡＧＦＩ ０．９０２ ０．８９２ ０．９８６ ０．８７５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７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注：（１）括号内的数值为ｚ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２）卡方值（ｘ２）越小，ｐ值越大，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越高。其中卡方值为样本协方差矩阵 Ｓ与假设模型隐

含的协方差矩阵（θ）之差。
（３）ＡＧＦＩ为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其取值在０～１之间，通常要求ＡＧＦＩ＞０．９。
（４）ＲＭＳＥＡ为近似误差均方根，其取值在０～１之间，一般来讲，ＲＭＳＥＡ＜０．０８时，模型可以接受。

　　从各参数的显著性和参数符号的经济意义上
看，模型Ｍ３－１－２的回归结果无论是整体拟合效
果还是各参数显著性均较好，为我们最终选取的模

型。在该模型中，包含税收总额占 ＧＤＰ的比例
（ｔａｘ）、失业率（ｕｎｅｍｐ）以及政府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
（ｇｏｖｃｏｎ）共三个原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大多数
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且符合理论预

期。税收负担、失业率与地下经济规模显著正相

关，而居民收入、政府管制与地下经济规模显著负

相关。根据估计结果，我们得到结构方程如下：

ηｔ＝０．５４２ｔａｘｔ＋０．５７７ｕｍｅｍｐｔ－０．２２２ｇｏｖｃｏｎｔ
（５）

　　由式（５），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
的地下经济指数。这里我们需要以某年作为基准

年份，并通过适当的测算方法来得到基准年份的地

下经济的规模比例。根据徐蔼婷等（２００７）的研究，
我们采用２００４年首次经济普查数据作为参考值来
得到η的基数值。具体来说，就是利用２００４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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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前后中国ＧＤＰ的差额与普查前 ＧＤＰ的比值作
为基准年份的地下经济的规模比例。进一步，我们

算出中国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的地下经济规模比例如图
１所示。

图１　中国地下经济规模占ＧＤＰ比例（１９７９—２００９）

　　从历史沿革来看，地下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
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缓慢增长期。

这一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市场还未完全放

开，地下经济活动发展缓慢，并未形成较大的规模比

例。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快速发展期。
特别在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间，地下经济活动迅速蔓延，究
其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政府多项改革措施出台，经济

出现了过热现象，地下经济规模随之迅猛增长。另外

私营和个体企业把握住商品短缺的时机，抢占市场

份额，取得了发展的后发优势，地下经济活动随之

迅速扩张。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稳定
发展期。针对经济过热的苗头，国家开始实行紧缩

政策以抑制经济的超常发展，因而地下经济规模也

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但这期间地下经济的

规模已相当可观，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第四阶

段，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今的缓慢爬升期。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地下

经济的规模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由于信息技术的

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尤其是网络经济的迅速发

展，地下经济活动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管理难

度也在不断加大。

２．地下经济对官方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
的影响

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发现地下经济发展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其活动也在各方面影响

着官方经济。接下来，我们将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这

些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同地下经济规模的变化是否

存在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经济意义，我们

选取以下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

一是地下经济规模指标。在这里，我们使用前

文ＭＩＭＩＣ方法估计出的地下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的比
例作为地下经济规模指标，记为ＥＵ。

二是官方经济指标。我们使用实际 ＧＤＰ增长
率作为反映官方经济增长的指标，记为 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名义ＧＤＰ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增长
率由笔者计算得出。

三是居民收入差距指标。度量收入差距最常

见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基尼系

数来反映地下经济活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记为

ＧＩＮＩ。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基尼系数来自程永宏（２００７），
在他的研究中测算了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全国的基尼系
数，其他年份数据来自联合国开放计划署（ＵＮＤＰ）
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

具有平稳性或满足协整关系。要对上述指标进行

实证分析，首先必须对相应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我们使用ＡＤＦ单位根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
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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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ｃ，ｔ，ｋ） ＡＤＦ检验值 临界值 结论

ＥＵ （ｃ，０，０） ０．１５６０８８ －１．６０９７９８ 不平稳

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ｃ，０，１） －０．０４３９０６ －２．６３５５４２ 不平稳

ＧＩＮＩ （ｃ，０，０） ０．２３５４７９ －１．６０９７９８ 不平稳

ΔＥＵ （ｃ，０，１） －３．８１７９４３ －２．９７６２６３ 平稳

Δ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ｃ，０，１） －２．７９２８３３ －１．９５３８５８ 平稳

ΔＧＩＮＩ （ｃ，０，１） －４．０８０１８３ －３．９７９９３８ 平稳

注：（１）Δ表示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
（２）检验形式中，ｃ表示含有常数项，ｔ表示含有趋势项，ｋ表示滞后阶数；滞后期 ｋ的选择以
ＡＩＣ和ＳＣ信息准则取最小值为标准；

（３）、、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由检验结果可知，原始序列统计检验量ＡＤＦ值
均大于显著水平５％的临界值，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而对原始序列一阶差分后，序列 ΔＥＵ、Δ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ΔＧＩＮＩ的统计检验量则均小于相应的临界值，说明
相应的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

即 ＥＵ、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ＧＩＮＩ均为一阶单整变量，服
从Ｉ（１）。

如果两个或多个同阶单整的非平稳时间序列

的线性组合为平稳时间序列，我们则认为这些变量

之间是协整的，而协整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

均衡关系。为了进一步讨论ＥＵ与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ＧＩＮＩ
的协整性，我们对上述变量进行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上述指标至少存在一个

协整方程。对于满足协整关系的变量，可以对其进

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５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似然比
临界值

５％显著性水平 １％显著性水平
原假设协整向量个数

０．９６４８８２ ９９．１０３５５ ４７．４１ ５４．６６ Ｎｏｎｅ

０．８８２０４２ １５．８４１９７ １５．４４ ２１．０４ Ａｔｍｏｓｔ１

０．５７１５５１ １．９７９０６２ ３．７６ ６．６８ Ａｔｍｏｓｔ２

　　　　　　 注：、分别表示在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６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Ｆ统计量 ｐ值 滞后阶数 结论

ＥＵ不是ＧＤＰ的格兰杰原因 ２．１０４２ ０．０８３７ ４

ＧＤＰ不是ＥＵ的格兰杰原因 ２．８９１５ ０．０１５５ ４
ＥＵＧＤＰ

ＥＵ不是ＧＩＮＩ的格兰杰原因 ２．１８４１ ０．０７４１ ２

ＧＩＮＩ不是ＥＵ的格兰杰原因 １．９１４９ ０．１１１５ ２
ＥＵ→ＧＩＮＩ

注：（１）滞后阶数的选择择以随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相关以及ＡＩＣ信息准则取最小值为标准；

（２）、、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述检验结果来看，地下经济规模比例与官
方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可

能是由于在经济增长过速、经济过热的前提下，地

下经济活动也呈现扩张状态；而地下经济规模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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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伴随着个体和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加，增强了经

济的活力，从而可能带来竞争的高效率。另外，地

下经济活动的大部分收入通过消费最终会流入官

方经济部门，给官方经济带来正效应。Ａｄａｍ和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８５）研究比利时地下经济规模时，同样
发现地下经济对官方经济存在正向影响，他们认为

在若干假设下（比如说从事地下经济交易成本较低

等），扩张的财政政策可能对官方经济和地下经济

同时产生正面影响。

地下经济规模比例与居民收入差距存在单向

的因果关系，即地下经济规模比例的增加会引起基

尼系数的增大，这验证了地下经济活动的扩张会提

高收入不平等程度。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

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公共财富和

公共产品的占有、使用的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这

种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为灰色收入。据有关测

算，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较大一部分来自于地下经

济活动，即灰色收入，“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

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

失，平均每年占ＧＤＰ的１３．２％ ～１６．８％”（王小鲁，
２００７）。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 ＭＩＭＩＣ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
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的地下经济规模比例，分析了地下经
济的原因及其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１）１９７９—２００９年间，我国地下经济规模比例
从０．７８％上升到２０．８８％。其中，在１９７８年我国地
下经济规模比例仅为０．７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改
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私营和个

体企业的缺乏，导致了相对于经济总量而言地下经

济的规模比例较小。随着改革开放以及政府多项

改革措施的出台，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与此同

时，地下经济活动也迅速蔓延，１９９０年地下经济规
模比例达到了２３．２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政府对地下经济现象的

重视，地下经济规模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在１９９２年
以后，地下经济规模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约

占ＧＤＰ总值的２０％左右，但规模仍然偏大。
（２）税收负担、失业率和政府管制是影响地下

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随着税收负担的增加以及

失业率的增加，人们选择“以脚投票”，进入地下经

济以逃避过高的赋税以及满足自身对工作的需求。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来说，严格的政府管制和有序的

疏导和管理可以有效减少地下经济活动。另外，提

高居民收入也可以减少个人对灰色收入的渴望，从

而减少地下经济活动。

（３）虽然地下经济活动可能对官方经济存在正
面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地下经济活动严重破坏了

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在

目前资源短缺的前提下，地下经济行为通常依靠各

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从而导致社会资

源的畸形化配置，不仅干扰了公开经济的资源配置

和使用，而且与公开经济争夺重要资源和稀缺资

源，严重地破坏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原则，阻碍了整

个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与此同时，地下经济活

动所涉及的部分领域（如贩毒、制售假冒产品）不仅

本身不能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反而需要政府消耗社

会资源来对其进行控制和管制，从而形成了双重

浪费。

（４）地下经济活动的泛滥削弱了政府税收，从
而影响了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最终对居民生活水平

和收入分配带来负面影响。逃避政府的税收管理

可以说是地下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和特征，地

下经济活动与税收流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全

社会财富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地下经济从业者财富

的畸形增长，减少了社会其他成员财富的稳定增

长，也导致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的主导作用

下降，进而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影响社会

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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